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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的政企关系:
一个初步框架

*

聂辉华

内容提要 从工业经济时代到数字经济时代,生产要素、生产技术、生产方式和

治理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政企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新特征。本文将这些新特征

概括为八个方面:(1)从资产控制权到数据控制权; (2)企业拥有更明显的信息

优势;(3)从重资产企业到轻资产企业; (4)从管制俘获到算法俘获; (5)从在

地企业到非在地企业;(6)企业具有更多社会治理的功能; (7)从国内政企关系

到国际政企关系;(8)政企关系的具体形式发生了变化。这些政企关系的新特征

对产业组织理论、企业理论、契约理论和公共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提出了挑战。

为了分析中国特色的政企关系以及全球化大国博弈背景下的政企关系,本文提出

了一个新的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三层代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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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论

人类已经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所谓数字经济 (digitaleconomy),是以人工智能、

* 本文是聂辉华主持的教育部重大课题 《深化 “放管服”改革促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研究》(18JZD048)的阶

段性成果。作者感谢马亮、李靖提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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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催生的新经济形态①,它通

常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2020年全球47个国家的数字经济增加值达

到了32.6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高达43.7%。其中,美国的数字经济规模最大,

中国第二,它们分别占本国GDP的比重高达65%和38.6%。② 广义的数字经济包括所

有利用数字化信息的经济活动,③ 涉及几乎所有经济活动。④ 毫不夸张地说,“无数据,

不生活”。

从工业经济时代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人类的经济活动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第一,

在生产要素方面,数据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在工业经济时代,土地、劳动力和资

本是生产要素,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并且是越来越重要的生产

要素。事实上,2020年3月底,中国政府已经通过官方文件确认了数据是与土地、劳

动力、资本和技术并列的第五种生产要素。⑤ 第二,在生产技术方面,工业经济的扩大

主要受制于规模报酬递减规律,而数字经济会基于网络效应产生规模报酬递增,并且

价值创造往往呈现非线性的指数级增长。⑥ 第三,在生产方式方面,工业经济时代的产

品生产主要依靠车间劳动,而数字经济时代很多产品的生产可以通过在线实现。由于

网络技术的发达和视频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管理者、白领工人和自由职业者通过

居家办公、在线合作的方式提供产品和劳务。在新冠肺炎导致的疫情期间,在线办公

尤其流行。来自携程旅行的一项随机对照实验 (RCT)表明,居家办公能够让绩效提

高13%,主要是因为减少了通勤成本。⑦ 第四,在治理结构方面,基于科层的雇佣关

系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主要缔约形式,而数字经济时代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扁平化结构以

及相应的市场契约和关系契约。最优的治理结构一定是最小化交易费用的治理结构,⑧

因此,诸如 “众筹”办企业、“零工经济”(gigeconomy)、互联网社群协作这些新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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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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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形式必然要求重塑老板与员工的委托 代理关系。

在此背景下,本文将讨论数字经济时代的政企关系。政企关系 (government-busi-

nessrelations)是政府通过一些政策 (如补贴、税收、管制)与辖区内企业在博弈过程

中形成的某种均衡。① 政企关系不仅包括个体层面的官商关系,更强调地方政府对某个

行业或某一类企业采取的政策或行为模式。为什么要聚焦政企关系呢? 这是基于三个

理由。第一,政企关系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

展中国家,政府都掌握了最重要的资源,这不仅包括物资资产,也包括法律赋予的权

力和暴力。另一方面,企业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是市场经济的细胞。因此,一个经

济体的增长动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的激励和企业的活力。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

或者转型经济体来说,政企关系无疑是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因为经济发展和转型的过

程,就是重构政企关系的过程,是一个从 “找市长”到 “找市场”,再到还要 “找市

长”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例如,在日本经济起飞阶段,日本通产省曾经花费很长时间

去寻找一种合适的政企关系,这种关系既能支持政府树立真正的产业政策,又能保持

企业界的竞争和私有制度。② 第二,政企关系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抓手,也是一种制度安

排。现代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和微观干预,除了依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还需要依靠市场监管和产业政策。财政补贴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形式,其决定因素和

实施效果,往往受到政企关系的影响。③ 而市场监管和产业政策,更是直接与政企关系

相互产生影响。例如,经典的管制经济学文献表明,管制往往是被管制的企业对管制

机构的一种俘获。④ 与此同时,政策往往被当作广义的 “制度”的一部分,因为政策属

于正式规则的 “实施” (enforcement)。⑤ 具体来说,对企业的产权保护和契约保护,

分别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构成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质量的两个最重要方面。⑥ 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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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制度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长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① 那么我们可以说,政企关

系作为一个地区制度质量的重要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第

三,讲清楚中国的政企关系,才能 “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最成功的表现,就是经济增

长。从1978年到2020年,中国GDP每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4%。② 中国的高速增长与

其独特的市场经济体制高度相关,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大的特色,就是政

企关系。中国没有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奉行 “政企分治”的理念,也没有陷入东南亚

国家那种广泛的政企合谋,而是力图在政府干预和市场配置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例

如,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

的经济体制”。③ 因此,只有透彻地理解了中国的政企关系,才能真正向世界讲好中国

故事,并向广大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中国的成功经验。

本文之所以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背景下讨论政企关系,是因为与传统的工业经济时

代对比,数字经济时代的政企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特征、新趋势、新问题。笔者将这些

新特征概括为八个方面:(1)从资产控制权到数据控制权;(2)企业拥有更明显的信

息优势;(3)从重资产企业到轻资产企业;(4)从管制俘获到算法俘获;(5)从在地

企业到非在地企业;(6)企业具有更多社会治理的功能;(7)从国内政企关系到国际

政企关系; (8)政企关系的具体形式发生了变化。笔者将在下文详细阐述以上八个

方面。

上述八个方面的新特征,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

企业理论、契约理论和公共经济学都可能要修正,一些经典命题或定义可能要被推翻。

现代经济学的革命,很可能从数字经济领域发轫。幸运的是,中国经济学者躬逢其盛,

因为中国的数字经济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都已经处于世界前列。因此,如果说中国

经济学者在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错失了理论创新的历史机遇,那么我们就必须在数字

经济时代抓住宝贵的战略窗口期,深耕细作、勇于创新,争取为经济学理论和思想做

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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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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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moglu,Daron,SimonJohnson,andJamesA.Robinson,2005, “InstitutionsastheFunda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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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Durlauf,Amsterdam:Elsevier.

Lin,JustinYifu,“State-OwnedEnterpriseReforminChina:TheNewStructuralEconomicsPerspective”,

StructuralChangeandEconomicDynamics,58 (9)(2021),106 11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 会 上 的 报 告》,2017年10月27日,中 国 政 府 网,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

52348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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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本文在第二节对政企关系的文献进行简要评述,第三节提炼数字经济时

代政企关系的八个新特征,并讨论它们对现有经济学理论的挑战,第四节提出一个分

析数字经济时代政企关系的初步框架,最后是总结并评论本文的贡献。

二、 文献评述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政企关系的文献,主要有四类。① 与本文关系最近的文

献,是政企合谋文献。由聂辉华和李金波开创的政企合谋 (localgovernment-firmcol-

lusion)理论②认为,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唯GDP考核体制,会导致一些

地方政府默认、纵容企业选择 “坏的”技术来发展经济。这种政企合谋在推动经济高

增长的同时,带来了大量的 “事故”,包括矿难、环境污染、土地违法、偷税漏税、假

冒伪劣、腐败等现象。③④⑤⑥⑦⑧⑨ 政企合谋文献较好地解释了中共十八大之前的很多

现象,后来拓展到了包括政企合作、政企伤害、政企分治等更多类型的政企关系框

架, 并得到了来自国际文献的验证。

第二类文献是政治关联 (politicalconnection)文献。所谓政治关联,是指企业与

政府官员存在某种联系,通常用企业高管团队中曾任或者现任政府官员、议员 (人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聂辉华从政治关联、政企合谋、产业政策三个方面梳理了关于政企关系的文献,本文在综述时部分借鉴

了该文的表述。参加聂辉华:《从政企合谋到政企合作———一个初步的动态政企关系分析框架》,《学术月刊》2020
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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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政协委员或党代表)的比例来度量。①②③ 这类文献有两个基本结论:一是政治

关联能让企业受益,包括给予企业在市场进入、税收、融资、补贴、获得土地等方面

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④⑤⑥ 二是政治关联导致了资源错配,因为政治庇护者会偏离经

济效率最大化的原则。⑦⑧⑨

第三类文献是地方政府治理与地区竞争。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长期经

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但是,根据西方的标准,中国的制度质量,无论是法治、金

融、产权保护、廉洁程度,都属于中等水平,这很难解释中国长达30多年的中高速经

济增长。这就是所谓的 “中国之谜”。一些学者认为,破解中国之谜的钥匙,是中国地

方政府之间的竞争。 因为中国独特的经济分权和 “条块结合”的政治体制,有利

于地方政府为辖区内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增长导向的环境。 换言之,中国的经济增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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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Fisman,Ramond,“EstimatingtheValueofPoliticalConnections,”AmericanEconomicReview,91 (4)
(2001),pp.1095 1102.

Faccio,Mara,“PoliticallyConnectedFirms,”AmericanEconomicReview,96 (1)(2006),pp.369 386.
Fan,JosephP.H.,T.J.Wong,andTianyuZhang,“PoliticallyConnectedCeos,CorporateGovernance,

andPost-IPOPerformanceofChinasNewlyPartiallyPrivatizedFirms”,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84 (2)
(2007):330 357.

潘红波、夏新平、余明桂:《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经济研究》2008年第4期。
于蔚、汪淼军、金祥荣:《政治关联和融资约束:信息效应与资源效应》,《经济研究》2012年第9期。

Wu,Wenfeng,ChongfengWu,ChunyangZhou,andJunWu,“PoliticalConnections,TaxBenefitsand
FirmPerformance:EvidencefromChina”,JournalofAccountingandPublicPolicy,31 (3)(2012):277 300.

Fan,JosephP.H.,T.J.Wong,andTianyuZhang,“PoliticallyConnectedCeos,CorporateGovernance,

andPost-IPOPerformanceofChinasNewlyPartiallyPrivatizedFirms”,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84 (2)
(2007):330 357.

张敏、张胜、王成方、申慧慧,《政治关联与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来自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管理世界》2010年第11期。

Chen,CarlR.,YingqiLi,DanglunLuo,andTingZhang, “HelpingHandsorGrabbingHands? An
AnalysisofPoliticalConnectionsandFirmValue”,JournalofBanking& Finance,80 (2017),pp.71 89.

North,Douglass,Institution,InstitutionalChangeandEconomicPerformance,NY:CambridgeUni-
versityPress,1990.

Acemoglu,Daron,SimonJohnson,andJamesA.Robinson, “InstitutionsastheFundamentalCauseof
Long-RunGrowth”,HandbookofEconomicGrowth,vol.1 (2005),385 472,editedbyPhilippeAghionandSte-
venDurlauf,Amsterdam:Elsevier.

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Cheung,StevenN.S.,TheEconomicSystemofChina,HongKong:ArcadiaPress,2008.
杨其静、聂辉华:《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及其批判:基于文献的一个思考》,《经济研究》2008年第3期。

Qian,Yingyi,andBarryWeingast, “FederalismasaCommitmenttoMarketIncentives,”Journalof
EconomicPerspectives,11 (4)(1997):83 92.

Maskin,Eric,QingyiQian,andChenggangXu, “Incentives,Information,andOrganizationalForm”,

ReviewofEconomicStudies,67 (2)(2000):359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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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秘籍就在于中央向地方分权背景下的独特政企关系。①

第四类文献是管制经济学。经典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由于市场会出现垄断、外部

性、公共物品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因此需要政府对企业进行干预。政府干预的手段,

除了补贴和征税,还有市场准入、收益率限制等管制措施。早期的管制经济学主要关

注被管制企业对管制当局的俘获 (capture)问题。② 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学家开

始引入信息不对称,并提出激励性管制方案。③④ 与管制经济学相关的,是官员和企业

之间的寻租及腐败文献。⑤

上述四类文献所形成的时代背景,主要是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而不是当今的数

字经济时代。尽管上述文献对于数字经济时代的政企关系仍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例

如政治关联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但是在很多方面缺乏解释力或者不适用。例如,

上述文献均有一个隐含假设:企业必须在当地生产经营,地方政府才能对其进行管辖。

但是,很多数字企业、互联网企业、平台型企业只在某个地方注册,却能在全国各地

乃至全球销售产品和劳务。那么,过去所讨论的通过投资规模进行准入管制、通过土

地优惠政策进行补贴或者通过当地司法系统提供财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政府干预模

式,对数字企业并不起作用,而相应的理论分析也就成为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

此,只有准确地揭示数字经济时代政企关系的新特征,才能更好地应用和发展已有的

政企关系文献,并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三、 数字经济时代政企关系的新特征及其对经济学理论的挑战

1.数字经济时代政企关系的新特征

相对于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时代的政企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特征、新趋

①

②

③

④

⑤

Xu,Chenggang,“TheFundamentalInstitutionsofChinasReformsandDevelopment,”JournalofEco-
nomicLiterature,49 (4)(2011):1076 1151.

Stigler,GeorgeJ.,“TheTheoryofEconomicRegulation,”BellJourna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
Science,2 (1)(1971):3 21.

Laffont,Jean-Jacques,andJeanTirole,A TheoryofIncentivesinProcurementandRegulation,MA:

MITpress,1993.
Laffont,Jean-Jacques,andJeanTirole,A TheoryofIncentivesinProcurementandRegulation,MA:

MITpress,1993.
Banerjee,Abhijit,RemaHanna,andSendhilMullainathan, “Corruption”,inRobertGibbonsandJohn

Robertseds.,HandbookofOrganizationalEconomics,Chp.27,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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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新问题。下面,笔者将基于中国和其它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经验,概括八个方面

的新特征。

(1)从资产控制权到数据控制权

企业的产权理论认为,企业就是一组物质资产的集合。① 背后的逻辑是,工人 (代

理人)必须借助物质资产才能从事生产活动。因此,只要老板 (委托人)控制了物质

资产,就拥有了对工人的权威或权力。产权理论的创始人哈特教授坦承,这一观点和

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观点本质上是一致的。② 从激励的角度讲,在知识分散化

的前提下,③ 要让掌握地方性知识 (localknowledge)的当事人有激励付出努力并做出

正确的决策,就必须给予他们接近和使用资产的权力。因此,在工业经济时代的政企

博弈过程中,焦点是资产控制权。如果政府要干预企业的微观决策,最可靠的办法就

是拥有企业的控股权。

但是,在数字经济时代,由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达,当事人可以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和AI(人工智能)获取更多信息和提高信息处理能力。尤其是,当数据成为一

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时,掌握数据就掌握了信息,就能影响利用信息进行决策的当事人。

当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能够利用电脑提供数字化的产品 (例如电子版小说)或服务

时,相对而言物质资产的重要性就大大下降了。毕竟,一个网络文学创作公司不可能

通过控制作家使用的电脑来控制作家的创作行为。因此,争夺数据控制权就成为数字

经济时代政企博弈的关键。在数字经济时代,政府可能会通过特殊股安排、服务器位

置、网络安全法来争夺数据控制权,而企业也可能会通过大数据优势与政府谈判。

(2)企业拥有更明显的信息优势

信息是决策的关键。因此,在政企关系中,掌握信息越多,拥有的主动权和谈判

力就越大。在传统的农业经济时代,由于缺乏信息,政府不得不通过分封诸侯、包税

制、“皇权不下乡”等授权方式,对底层进行粗线条的统治。④ 在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

①

②
③
④

Grossman,Sanford,andOliverHart,“TheCostsandBenefitsofOwnership:ATheoryofVerticaland
LateralIntegratio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94 (4)(1986):691 719.

Hart,Oliver,Firm,ContractandFinancialStructure,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5.
Hayek,Frederik,“TheUseofKnowledgeinSociety”,AmericanEconomicReview,35(4)(1945):519 30.
斯科特指出:“前现代国家在许多关键方面几乎是盲人。它对它的统治对象所知甚少:他们的财富,他们

所有的土地及产出,他们的居住地以及他们的身份。它缺少任何类似详细地图一样的东西来记载它的疆域和人口。
在很大程度上,它也缺少能够将它所知道的东西进行 ‘翻译’的统一标准和度量单位,而这是概括总结的基础。
结果,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往往是粗劣的和自相矛盾的。”类似地,历史学者黄仁宇认为,中国古代缺乏 “数目字管

理”的技术水平。参见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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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处理都比较缓慢。尽管在多数情况下,作为代理人的一方 (例如

受管制的企业)拥有比委托人 (例如管制当局)更多的信息,但是这种信息不对称的

差别相对于数字经济时代来说并不是很大。在数字经济时代,信息量以指数型增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说,社交网络平台Twitter一天新增2亿条微博,7个TB (太

字节),50亿个单词,几乎是60年来纽约时报单词量的两倍。① 更重要的是,企业往

往是大数据的生产者、分析者和运营者,因此企业相对于政府,具有更加明显的信息

优势。例如,房地产公司通过购买电信运营商的大数据,能够准确掌握当地居住人口

的信息,其拥有的信息优势远远超过依靠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的地方政府;房地产交

易平台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联网数据,掌握了比单个地方政府更多的房产持有和交易数

据。在政企博弈过程中,信息即权力,因此当企业拥有更加明显的信息优势时,企业

对政府的俘获能力可能更强,同时官员对企业的寻租能力可能更弱,而政府对企业的

干预可能导致更严重的资源错配。

(3)从重资产企业到轻资产企业

工业经济时代,企业要实现规模经济和建立较高的进入壁垒,往往选择进入重资

产行业,例如汽车制造、采矿、石油石化。重资产虽然帮助企业建立了进入壁垒,阻

止了竞争对手,但是也带来了巨大的沉没成本和地点专用性投资。当一个地方的法治

不完善、政策充满不确定性时,招商引资往往成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一种不完全契约

(incompletecontract)。此时,很容易出现一方当事人利用合同的漏洞对另一方进行

“敲竹杠”(holdup)的行为。敲竹杠会导致专用性投资不足和经济效率扭曲。②③ 然

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很多从事数字产品或劳务的企业都是轻资产企业,它们的主要

资产就是电脑、服务器和软件,办公场所通常都是租借的。因此,与传统企业相比,

数字企业有更少的地点专用性投资,更容易 “用脚投票”,更不容易被敲竹杠。另一方

面,企业的违约成本更低,进行长期投资的激励可能更弱,这对稳定就业和长期经济

增长未必有利。从政策含义上讲,为了缓解双边敲竹杠风险的一些承诺机制,比如政

府和企业配套投资或者按比例出资,可能对于数字经济失灵了。从经济效率上讲,市

①

②

③

《邬贺铨:互 联 网 一 天 可 以 干 什 么? 新 增 2亿 条 微 博》,搜 狐 网,https://it.sohu.com/20121025/

n355697882.shtml。

Williamson,OliverE.,TheEconomicInstitutionsofCapitalism:Firms,Markets,RelationalContrac-
ting,NewYork:FreePress,1985.

Hart,Oliver,Firm,ContractandFinancialStructure,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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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价格波动、产权和专用性投资都会影响关系契约的履行,① 因此目前无法判断轻资产

的数字企业是否能够提高履约效率以及更好地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4)从管制俘获到算法俘获

在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被管制企业会通过游说管制当局,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政

策,排挤竞争对手。例如,汽车协会游说政府部门,实施汽车生产准入政策。这属于

典型的 “管制俘获”。②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企业的进入壁垒往往是隐性的,竞争往

往是跨界的,因此它们更可能寻求其它渠道来建立进入壁垒。一个办法就是通过算法

影响甚至操纵政府决策。所谓算法 (algorithm),本质上是一种计算机优化程序。算法

往往和大数据结合,加上强大的算力,可以处理海量信息,这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之一。由于针对特定的电子政务的算法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场景专用性以

及价格的不确定性,因此承包电子政务的公司可以通过 “算法植入—政府购买—算法

再植入—政府再购买”的路径依赖,以 “算法影子官僚”的身份实质上操控政府政策

和官员行为,并进行利益输送,造成寻租腐败,形成一种 “算法俘获”。③ 与传统的管

制俘获相比,算法俘获形式更加隐蔽、看上去更加 “合规”,因此也更加难以防范。

(5)从在地企业到非在地企业

通常情况下,一个企业要在一个地方经营,都必须有办公场所、固定资产和生产

工具,即必须有物质实体。例如,汽车制造厂必须有土地、厂房和工作人员,才能在

当地生产和销售汽车。于是,地方政府根据企业在当地的经营场所大小、固定资产规

模和人员数量,征收一定比例的税收或者费用。但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很多数字企

业在当地没有任何物质实体,也可以在当地销售产品或劳务。例如,众安在线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国首家互联网保险公司,虽然总部在上海注册,但是在全国各

地都不设任何分支机构,完全通过互联网开展业务。这是一种典型的 “非在地”(non-

local)企业。非在地企业只在注册地交税,而无需在其它地方交税。类似的非在地企

业还有滴滴、美团等平台企业。非在地企业对政企关系和国家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一,如果地方政府无法对辖区内经营业务的企业征收税费,那么地方政府如何保障

其财力和公共服务? 地方政府如何有激励去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推动经济增长? 第

①

②

③

Baker,George,RobertsGibbons,andKevinMurphy,“RelationalContractandtheTheoryoftheFirm”,

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17 (2002):39 83.
Stigler,GeorgeJ.,“TheTheoryofEconomicRegulation,”BellJourna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

Science,2 (1)(1971):3 21.
郑崇明:《警惕公共治理中算法影子官僚的风险》,《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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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果非在地企业出现了线下问题,比如导致了合同纠纷,地方政府如何监管? 这

会不会出现地区之间的监管套利现象? 第三,由于非在地企业高度依赖全国性的市场,

因此它更需要中央政府及其部委的支持,那么长期以来盛行的 “属地管理”模式要不

要根据数字经济的发展调整为 “垂直管理”模式?

(6)企业具有更多社会治理的功能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政企分离。政府负责管理公共事务,企业负责生产

活动。这既是一种权力分界的需要,也是一种经济分界。因为政府在管理公共事务方

面具有规模经济和协调效率,而企业的优势是利用敏捷的市场反应来实现利润最大化。

但是在数字经济时代,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了。如前所述,既然企业拥有

大数据带来的信息优势,并且其业务高度依赖于全国范围内加总的规模经济优势,又

能及时满足市场需求,那么企业为什么不能承担部分公共管理职能呢? 例如,在新冠

疫情期间,阿里巴巴集团、腾讯集团分别通过 “支付宝”和 “微信”应用程序,为市

民及时提供个人健康信息。这项服务具有非常明显的公益性质,这是数字企业承担社

会责任的一种形式。类似的例子还有网约车平台协助政府治理酒后驾驶问题,平台企

业提供市民生活缴费、社保资料和公民信用记录。这种紧密的政企合作现象,与传统

的政企关系迥然不同。当企业开始承担部分社会治理责任时,如何防止政企合谋? 如

何防止寻租和腐败? 如何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 如何防止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

(7)从国内政企关系到国际政企关系

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具有很强的属地性质,因此不同国家的政府对企业 “划地

而治”并没有什么问题。相反,国家之间通过创造好的营商环境来吸引企业投资,反

而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很多数字企业是非在地的,是利用国际

互联网提供产品或劳务的,其天然具有跨越国界的商品属性,否则就无法体现数字企

业的优势。一旦数字产品或劳务可以轻易跨越国界,传统的关税体制、监管体制和意

识形态管控就面临巨大挑战。以元宇宙 (metaverse)为例。元宇宙是一个与现实世界

平行并与现实世界交互的虚拟世界。在这个虚拟世界里,没有统一的技术标准、法律

法规、道德文化、意识形态。尤其在发展初期,它是一个典型的不完全契约的世界。①

由于元宇宙关乎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各国政府必然会争夺元宇宙的规则主导权,从

而把国内的政企关系变成国际的政企关系。一旦考虑到多个国家,那么传统的一个政

府管理多个企业的政企关系模式将面临更加复杂的情形。经济问题很容易演变成国际

① 聂辉华、李靖:《元宇宙的秩序:一个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视角》,《产业经济评论》2022年即将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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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问题,正和博弈很容易演变成零和博弈。

(8)政企关系的具体形式发生了变化

上述七个方面讨论了政企关系在数字时代的内容、性质变化,最后一个方面是形

式也发生了变化。尽管我们仍然可以用政企合作、政企合谋、政企分治、政企伤害来

概括数字经济时代的政企关系类型,① 但是一些新的表现形式是传统工业经济时代所没

有的,这一点值得注意。以政企合谋为例。在工业经济时代,地方政府会纵容本地企

业非法排放污染物,以便获得更多财政收益、晋升机会和寻租利益。② 但是,在数字经

济时代,数字企业可能很少排放工业污染,它们可能通过算法与地方政府合谋。研究

表明,一些数字企业在为美国州政府提供预测警务算法时,过分强调邮政编码,导致

低收入的非洲裔美国人社区与犯罪地区产生联系,实质上对该群体成员构成了一种算

法歧视。③ 但这种算法可能迎合了州政府的歧视性政策,这就构成了一种算法合谋。此

外,在政企合作方面,由于数字企业的大数据优势,地方政府和企业在防疫问题上可

以有更紧密的合作,而在这种基于数据的政企合作在工业经济时代几乎不可能发生。

在政企伤害方面,企业运用自媒体揭露对地方政府不利的新闻,可能对当地的营商环

境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发生在江西省共青城市的代小权事件就是一个例证。④

2.政企关系新特征对经济学理论的挑战和中国学者的机会

经济学理论的价值在于解释现实,否则理论就会被改写。在数字经济时代政企关

系出现的新特征对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构成了明显的挑战,但是也给经济学者,尤其是

中国经济学者带来了巨大的机会。

政企关系的新特征对产业组织理论提出了挑战。反垄断问题一直是产业组织理论

的核心问题,但对垄断行为的界定非常依赖于市场的定义和市场份额的计算。在数字

经济时代,数字企业相对于政府拥有更多信息优势,其数字产品具有跨界渗透能力。

因此,如果按照传统的 “控方举证”方式,监管机构很难对数字企业的反垄断行为、

大数据 “杀熟”行为进行取证和起诉。

政企关系的新特征对企业理论提出了挑战。传统的企业理论以物质资产的所有权

来确定企业的边界,这可能导致网约车平台企业和网约车司机的关系陷入模糊地带。

经典的委托人 代理人框架,也难以解释如何解决零工经济中自由职业者的激励问题。

①
②
③
④

聂辉华:《从政企合谋到政企合作———一个初步的动态政企关系分析框架》,《学术月刊》2020年第6期。
聂辉华:《政企合谋与经济增长:反思 “中国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Mayson,SandraG.,Biasin,BiasOut,YaleLawJournal,128 (2019):2218 2300.
包家昊:《政企伤害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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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数据的产生离不开广大的消费者,那么大数据的所有权、收益权是否应该在

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分配呢? 如何分配呢?

政企关系的新特征对契约理论提出了挑战。经典的不完全契约认为,由于关键的

投资、成本或收益信息是双方可观察但不可证实的,这会导致敲竹杠问题。① 然而,一

旦引入了区块链技术,所有的相关信息都是可证实的、不可篡改的。② 那么,我们还需

要不完全契约理论吗? 完全契约理论所关注的道德风险问题和逆向选择问题还存在吗?

政企关系的新特征对公共经济学提出了挑战。已有文献从激励和信息的角度,证

明中国这种 “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垂直管理体制 (M型体制),更适合企业创新和

政策试错。③ 但是,如前所述,非在地的数字企业更依赖于全国范围内的规模经济,这

很可能意味着垂直管理体制 (U型体制)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优于垂直管理体制,即

结论是相反的。

由于政企关系涉及多个经济学分支,因此数字经济时代的政企关系可能还会对微

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形成挑战。

挑战总是与机遇并存的。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数字经济时代将带来更好的研究机会。

一是因为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后来居上。目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已经在数字经济

领域仅次于美国了。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高达38.6%。④ 这无疑受益于庞

大的消费群体、丰富的消费场景、前期宽松的监管环境、技术上的后发优势等因素。二

是中国经济学者有望在数字经济领域实现理论创新上的后发优势。没有什么比亲身参与

历史更能理解历史。如果继续在传统框架下进行理论创新,无疑面临巨大的进入壁垒和

风险。但是,如果是在新经济形态下进行理论创新,那么进入壁垒会更低,风险会更小,

成功的概率会更大。这跟企业努力在新产品上进行研发,而不是直接挑战在位企业的道

理是一样的。例如,中国学者有望凭借数字经济领域的丰富场景和详实数据,在企业理

论上进行创新。如果说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GHM模型是第一代企业理论,⑤⑥ 引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Hart,Oliver,Firm,ContractandFinancialStructure,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5.
聂辉华、李靖:《元宇宙的秩序:一个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视角》,《产业经济评论》2022年即将发表。

Maskin,Eric,QingyiQian,andChenggangXu, “Incentives,Information,andOrganizationalForm”,

ReviewofEconomicStudies,67 (2)(2000):359 378.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0》2021年。

Grossman,Sanford,andOliverHart,“TheCostsandBenefitsofOwnership:ATheoryofVerticaland
LateralIntegratio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94 (4)(1986):691 719.

Hart,Oliver,andJohnMoore,“PropertyRightsandNatureoftheFirm”,JournalofPoliticalEcono-
my,98 (6)(1990):1119 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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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视角的企业理论是第二代企业理论,① 那么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理论有望成

为第三代企业理论,而中国经济学者有望为此做出原创性贡献。

四、 一个数字经济时代政企关系的分析框架

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除了管制经济学,② 一开始并没有专门的理论框架来讨论政府

和企业的关系,大部分论文都属于经验研究 (尤其是政治关联文献)。事实上,根据西方

经济学原理,政府应该扮演一个只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的 “守夜人”角色,因此

政府和企业的边界是非常清晰的。但是,无论是发达国家的起飞过程,还是后发国家的

赶超过程,都表明这种 “政企分治”的理念是一种空中楼阁,而政府与企业之间频繁互

动才是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为分析中国特色的政企关系,聂辉华等人率先引入了 “中

央政府 地方政府 企业”三层代理框架③④,分析了政企合谋和防范合谋的机制设计。

为了更好地分析数字经济时代的政企关系,笔者在聂辉华2013年研究⑤的基础上

进行拓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初步的分析框架 (图1)。这个框架的主线,是 “中央政

府———地方政府———企业”三层代理关系。但是,中央政府既可以通过向地方分权,

采取属地管理的办法监管企业 (图1的左侧和右侧),也可以通过中央部委以及在地方

设立垂直管理机构来监管企业。在属地管理体制下,多个地方政府会为了吸引企业在

本地设立分子公司而竞争。因为数字企业通常是轻资产企业,因此这种地区间竞争可

能不同于传统的地区竞争。从契约性质上讲,由于数据具有专用性资产的特性,因此

政企之间有可能是一种不完全契约关系,也可能由于数据的可证实性形成一种完全契

约关系。在政企关系的类型方面,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可能会基于税收和算法交换

形成一种合法合规的政企合作模式,也可能形成一种违法违规的政企合谋模式,还可

能形成一种损害对方利益的政企伤害模式。究竟形成何种模式,取决于地方政府的国

家能力、产业规模和第三方监督能力 (例如舆论监督力量)。⑥ 在垂直管理体制下,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Hart,Oliver,andJohnMoore,“ContractsasReferencePoint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23
(1)(2008):1 48.

Laffont,Jean-Jacques,andJeanTirole,A TheoryofIncentivesinProcurementandRegulation,MA:

MITpress,1993.
聂辉华、李金波,《政企合谋与经济发展》,《经济学 (季刊)》2006年第1期。
聂辉华:《政企合谋与经济增长:反思 “中国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聂辉华:《政企合谋与经济增长:反思 “中国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聂辉华:《从政企合谋到政企合作———一个初步的动态政企关系分析框架》,《学术月刊》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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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部委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可能要求数字企业将数据对监管机构开放,同时数字企业

可以协助政府承担一些社会治理责任。两种行政管理体制的主要差异是,属地管理下地

方政府和企业一起做大经济蛋糕,而垂直管理下监管部门只对安全生产负责。因此,中

央政府必须在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权衡取舍,这意味着行政管理体制是内生的。

此外,在中国特色的 “条块结合”行政管理体制下,企业可以通过在不同地方设

立分子公司,利用不同地区的政策差异,进行 “税收套利”或者 “政策套利”。尽管我

们高度关注政企之间的博弈,但是在政企博弈背景下,企业内部如何进行税收转移、

污染转移以及资源配置,一直是一个重要但是缺乏研究的空白地带。

数字经济时代的政企关系还会延伸到国际层面。当本国数字企业在海外开拓市场

时,必然导致本国政府与海外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和国际竞争。此时,数字企业可能

面临 “效忠困境”。例如,2020年,抖音海外版TikTok在美国被特朗普政府通过行政

命令限制经营,一度面临出售或者关闭的危机。我们还可以在图1中继续引入更多国

家,从而讨论国家之间为了意识形态或者霸权而进行的联盟博弈。总之,由于数字企

业独有的穿越国界的特点,学者们在分析数字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时,必须考虑国际主

权国家博弈的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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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数字经济时代的政企分析框架

五、 一个评论性的结论

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今天占据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及其分

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工业经济时代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人类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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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今天,生产要素、生产技术、生产方式和治理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本文重

点关注的政企关系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特征、新趋势、新问题。这些新特征体现为八

个方面:(1)从资产控制权到数据控制权;(2)企业拥有更明显的信息优势;(3)从

重资产企业到轻资产企业;(4)从管制俘获到算法俘获;(5)从在地企业到非在地企

业; (6)企业具有更多社会治理的功能; (7)从国内政企关系到国际政企关系;

(8)政企关系的具体形式发生了变化。这八个方面的变化,对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

企业理论、契约理论和公共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提出了挑战,促使我们重新认识政企

关系。为了分析中国特色的政企关系以及全球化大国博弈背景下的政企关系,本文提

出了一个新的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企业”三层代理框架。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从八个方面概括了数字经济时

代政企关系的新特征,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当下的政企关系提供了思路。只有理解了中

国特色的政企关系,才能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因此,深入挖掘政企关系的新特征,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转型。第二,本文初步分析了政企关系新特征对

经济学理论的挑战,为完善和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启示。理论总是在回应现实挑战

的过程中日臻完善的,因此任何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罅隙都可能构成经济学创新的动力。

第三,本文提出了一个分析中国特色政企关系以及国际政企关系的初步框架,为下一

步的模型化提供了启发。当然,政企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绝非一篇论文可以

讲清楚。本文只是抛砖引玉,希望更多关注政企关系的学者共襄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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